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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背后：家庭关系与男性气质建构 
 

蔡  玲 
 

 

摘要：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将“动态多元男性气质”作为研究框架，以陈力在不同生命

历程中的流动经验为个案进行深度剖析，揭示其如何通过“离乡——返乡”的流动来协商家庭关系，

展现地区性男性气质。研究发现，对于具有乡村成长经验的陈力来说，在他三次重要的流动行动背后，

履行的是父权社会所期待的“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爸爸”的性别角色，而他每次流动的决策都深

刻烙印着地区性父权文化，他所呈现的地区性男性气质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不同的家庭关系中表现出

迥异的特征：第一阶段的流动以逃离父权体制的压迫、追求现代都市生活为目的，体现的是“冒险家

男性气质”；第二阶段的流动为了既协商、逃离父权家庭的压迫，又满足父系社会对成年男性的期望，

表现的是“策略性男性气质”；第三阶段的流动为满足现代父职要求、履行照顾父母责任，表现出“养

育者男性气质”和“传统男性气质”。研究认为，以个案各阶段的流动行为为代表，体现的是在中国一

定乡土区域内普遍存在的“乡村型霸权男性气质”，即作为一种行动策略，男性企图以流动的行动机会

努力协商父系制度与父权文化带给他们的情感压力和家庭负担。 

关键词：流动  家庭关系  男性气质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缘起 

人口流动是当今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改革开放 40 年来，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发

展，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涌入城市，对农民流动的研究

日益成为学术界广为关注的热点。回顾以往对人口流动机理的研究，大多强调“经济”因素（宋林飞，

1996；杨正西、杨慧，2009；俞宪忠，2005），工作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性

别与流动之间的关系，多集中于探讨地域流动对两性关系的建构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鲜有在社会脉

络中探讨男性在流动下的行为选择、家庭关系和男性气质间的关系。本研究以陈力为个案，结合民族

志观察中的经验材料，以“男性气质”作为研究视角探讨个体在离乡——返乡的流动过程中其个人困

扰、家庭关系以及男性气质如何互相交织。 

为了更好地展开论述，本文首先对陈力及其家庭作一基本介绍： 

陈力（化名），1968 年出生于湖南省轶堂镇某村。在改革开放、农民工进城的时代大潮中，高中

毕业的陈力，怀抱着迫切希望摆脱落后乡村的愿望以及对都市美好生活的憧憬，第一次离开家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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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对家乡亲人不舍，陈力没有追随当时更多人的脚步前往较远的东部沿海地区，而是来到了临省武

汉市的一家工厂打工。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陈力始终认为自己应担负家庭经济责任，因此，自打工

的第一个月起，就将所挣薪水的一半寄回家乡，同时也常以过节回家等举动表达自己的孝心。 

一个人在武汉的生活一晃就是十余年，随着年龄增长，陈力开始面临结婚的压力，这主要来自母

亲。身为家中唯一的男丁，他每次回家都被追问：“你怎么还不领个媳妇回家”，这令他十分困扰。直

到 35 岁那年，母亲看他实在没有结婚的意向，就托人说媒在距家较远的地区找了一个家境贫寒的姑娘。

迫于现实压力，陈力在陈家祖宅中遵照母亲的安排，完成了一场他自认为可有可无的终身大事。次年，

妻子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陈力完成了更为重要的传宗接代任务。他决定将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家中

与父母同住，自己则继续回到武汉打拼。日子转眼又过了十余年，生活看似各得其所，然而，近年来

身处武汉的陈力却面临另一烦恼——家乡的婆媳矛盾越演越烈。那个以前看似乖巧、听话的妻子如今

不再对婆婆百依百顺、言听计从，相反表现得越来越有主见。现在，只要一有矛盾，母亲哭诉、妻子

抱怨的电话就会接踵而来，这些都给陈力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与此同时，伴随着逐渐长大的两个孩子，

父母也日渐衰老，在姐姐们轮番回乡照顾几年后，全家一致认为：陈力应该回家了！就这样，离家近

30 年的陈力终于下定决心返乡尽其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然而，此时陈力的心情却是复杂

的。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应该去扮演好儿子、好父亲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他内心深处，认为这样的决定

并非情愿，只是自己为了父母、孩子和顾全整个家庭的无奈之举。 

由以上可知，对于陈力，经济因素或许可以被视为最初来武汉打工的主要原因，却无法用来说明

为何在年近 50 时又选择回到家乡，因为返乡后，城乡差异、工作性质等因素，他的收入肯定会下降。

本文认为，对于身处不同人生阶段的个体，经济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其流动行为背后的决策动机，对

于一个从小在乡村长大的男性，流动的决策和各种矛盾的情感会因不同生命阶段与家庭角色而发生变

化。在每次流动过程中这样的变化如何呈现，即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本文虽以个案作为研究对象，但它一定程度代表的是从小生活在中国农村、深受传统父权文化熏

陶的男性，在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与关注时，很容易忽视他们在父权文化中实际上很可能也是受到伤

害的一方（瑞文·康奈尔，2003；亚伦·詹森，2008）。当笔者对男性的自我认同和行动实践进行思

考时，“男性气质”即成为一个研究视角，它不仅是社会大众普遍认为男性应具有的理想特质，还是成

为一个“成功男人”的重要指标（肯尼斯·克拉特鲍，2003；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2005）。康

奈尔称之为“霸权主义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并指出，虽然霸权主义男性气质只有极少

数人符合，却成为了社会中的一种规范或荣誉，并不断通过文化、机构等广泛传递以展现其优越性

（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2005）。换句话说，男性在父权体制下所追求的，就是成为一位被父权

文化所认可的男人，比如陈力，想成为一个被他自己以及与他相关的社群文化认定的“好儿子、好丈

夫与好父亲”，为达此目标而数次流动。 

由于家庭不仅是情感空间的一种象征，还包含着社会秩序、性别关系、亲属连带等价值观体系，

个体的性别认同亦离不开其所扮演的家庭角色。如同陈力的经历，无论是他来武汉工作、回乡探亲、

遵母娶妻还是返乡定居，每项流动决策都与其所扮演的家庭角色密切相关，均呈现出性别认同、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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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和家庭关系间的紧密联系。本文将结合研究中的三个核心概念——流动、家庭关系与男性气质—

—进行文献梳理，并试图解决三个问题：家庭关系如何对陈力的流动产生影响？在流动过程中，他如

何通过男性气质来维系自我认同？家庭关系与男性气质之间如何相互构建？ 

二、文献探讨与研究方法 

（一）男性气质 

作为男性生活中重要的想象依据，男性气质时时刻刻提醒着男性该如何“做男人”，如何成为一

名被认同的男人。与经典女性主义将男性视为一个整体不同，康奈尔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男性气质模

式，指出男性气质内部存在着等级关系，并认为这个等级不是“一种基于权力的、简单的统治模式”，

而是“一个霸权性的模式”（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2005）。“霸权式男性气质”的提法遭到不同

学者的批评，认为其概念过于抽象、模糊不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男性气质不是某一固定形态，

而是一个具有多元内涵的概念，且会随着具体的历史环境不断变化。 

针对男性气质的多元概念，除了康奈尔所提出的支配性、从属性、同谋性、边缘性等不同类型的

男性气质模式外，Broughton（2008）以墨西哥乡村青年男性为研究对象，探讨这群经济地位较低的男

性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在家庭与工作的实践中完成传统阳刚气质的再造时，提出了三种男性气质认

同形式：一是“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指的是将家庭延续视为男性的主要任务与责任；二是“冒

险家”（adventurer），指的是倾向于离开乡村，到都市中寻求梦想，看重独立自主与个人成就；三是“养

育者”（breadwinner），强调的是父职的重要性。此外，Batnitzky，McDowell 和 Dyer（2009）在对英

国从事服务业的青年男性研究时提出了“弹性灵活性”（flexible）男性气质和“策略性”（strategic）男

性气质。由此可见，男性会根据自身处境与实际需要展现不同的男性气质，从而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男

性角色认同。 

与西方蓬勃发展的男性气质研究相比，中国学术界对男性气质研究起步较晚，多集中于对特定群

体在特定阶段的某种男性气质进行相对静态性分析。如从性别与空间视角对“蚁族”群体在霸权男性

气质的影响下自身性别气质建构的分析（罗牧原、陈婉婷，2017），对男做女职者在跨越传统性别工作

过程中所产生的自我认同、个体适应与应对策略的研究（蔡玲，2017）。总之，国内现有研究缺乏对多

元男性气质的讨论，例如在中国社会学研究语境下进行男性气质的多元、动态分析相对较少（詹俊峰，

2015），这是本研究试图挖掘的地方，即通过陈力的流动经验来呈现个体在不同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不同

男性气质的行动决策和情感体现。 

（二）男性气质与流动 

流动镶嵌于社会网络与性别关系之中（Curran and Saguy，2001），流动与性别息息相关。以往的

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女性在父权体制下如何通过流动改变自身（韦艳、蔡文祯，2014；陈占江，2005），

实际上男性也常会通过流动维持某种性别价值或寻找某种个体突破的可能。在男性的流动过程中，可

以看到各种形式的男性气质认同、协商与抉择，并促使男性气质在性别认同时产生新的形式与转变

（Broughton，2008）。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2005）曾提出“男性气质地理学”概念，划分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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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性（local）、地区性（regional）和世界性（global）三个层次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并认为男性通常将

地区性男性气质作为其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因此，探讨男性气质与流动时，区域如何影响男性气质

即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分析视角。西方学者普赖斯（Price，2010）在英国研究某村庄男性时发现，该

村无论是青年还是中老年的男性几乎很少有流动现象，其原因在于这些男性是通过长期住在本区域、

住在自己家中来维系家族稳定，对于他们而言，男性的使命是维持家族历史与传统、使下一代能过得

更好，离家通常被视为背叛家族。与之相对，对中国凉山州利姆乡诺苏族青年男性流动的研究发现，

流动到城市被视为该族群成年男子必经历的“成人礼”，这其中不仅蕴含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更是一

种对男性认同的挑战。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该族群自古习惯于征战奔走，因此族群内部崇尚流动性，

并认为向外探索的人才是最勇敢的人。正是在这一区域性的历史文化脉络中，男性被期待必须到城市

闯荡（刘绍华，2015）。由此可见，文化、历史通常会内化于人们的情感与信念之中，并成为他们的生

活方式，男性的自我认同以及男性气质的表现方式必然受到不同地域文化与历史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

特点。本文研究的是一名典型的中国农民，他的流动经验所呈现的即是在特定区域，在霸权男性气质

所提供的预设性文化框架下，个体如何通过认同、实践来展现其男性气质。 

（三）性别、流动与家庭关系 

作为建构性别主体的基本单位，“家”反映了家庭中的抚养、照顾功能以及矛盾、冲突关系，无

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家”背后的意义均是将个体的行动镶嵌于家庭事件之中（王跃生，2016）。因

此了解家庭关系的转变，将有助于理解性别、空间、权力之间的关系（Gorman-Murray，2015）。本研

究认为分析男性气质、流动与家庭关系之间的关系时，审视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扮演是不容忽视的一

个视角，他们如何“做男人”是探讨男性气质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基于此，以下将对男性在家庭中

可能扮演的三种角色——儿子、丈夫、父亲进行分析说明。 

1.儿子。不同的文化脉络对如何当个“好儿子”有着不同的角色期待。Lin(2014)在其研究中使用

“the man in the family”来描绘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为儿子的男性如何想象自己，如何通过自身流动完

成他们对家庭中“儿子”的社会期待与自我认同。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儿子”作为父系社会

传承的象征，使男性不仅难以与家庭完全割裂，还较高程度上背负着传统父系社会为其设定的角色扮

演标准，他们通过在家庭角色中不断建构自我，以达到符合男性气质的想象。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在“儿子”作为照顾者这一角色扮演上。与传统观念认为照顾是女性的工作不同，现代社会有

越来越多的儿子承担起照顾双亲的责任。身为儿子的男性通常通过“混合”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来描

述自己的照顾行为，如通过“坚持不懈（just do it）”描述自己照顾年迈父母的行为，以符合霸权男性

气质中对男性“负责任”的期待与要求；此外，这些儿子虽然没有和父母同住，但通过“回家”这一

流动行为完成了符合男性气质的自我想象与社会期待（Campbell and Carroll，2007）。 

综上，通过对不同文化脉络下有关“儿子”在男性认同方面的文献回顾，本研究认为，“儿子”

角色的扮演，在中国家庭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男性想象，男性的孝道与男性气质认同之间亦存在密切

联系，本文将通过陈力作为“儿子”的角色扮演对其作进一步诠释。 

2.丈夫。传统父权社会，丈夫作为家庭中的“养家者”往往拥有更多权威，并在与妻子互动中形



流动的背后：家庭关系与男性气质建构 

 - 5 -

成男性气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男性不可避免地面临夫妻权力

位置变动，丈夫在经济能力上的衰退将导致其主动或被迫放下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力（Sherman，2009）。 

受中国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父母对自己的“儿子”也常有成为“丈夫”的期许，男性在婚姻过

程中常通过“丈夫”的权力和妻子的顺从强化自身的男性气质，并通过传宗接代进一步维系家族、展

现男性气质（郑丹丹、杨善华，2003）。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男人可以通过自身流动（比如外

出赚钱养家）与娶妻生子来扮演一名成功的丈夫角色？ 

3.父亲。男性向来被视为主要的家庭经济提供者，“养家者”角色不仅体现父职重要的责任，还是

很多父亲自我认同的来源（Christiansen and Palkovitz，2001；徐安琪，2009）。这样的论述忽略了父职

随时间与空间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男性在父职扮演时可能出现的情感矛盾。父职是一种不断建构的变

动历程，在孩子不同的生命阶段呈现相异的表现形式，父亲的生活经历和自我认同对扮演父职产生较

大影响。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相较传统社会，无论是对孩子的经济责任还是照顾义务，现代社会的父

亲角色都发生了较大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父权制性别分工模式逐渐松动，照看孩子和做家务亦成

为诸多父亲的日常行为表现；虽然依旧面临着冲突与协商，但很多男性在家庭关系中，已经逐渐将扮

演“理想父职”视为男性气质的认同与实践（Montes，2013；Sherman，2009；徐安琪、张亮，2008）。

本研究即试图通过父职认同概念，结合个体的流动轨迹与流动历程，探讨父职与流动如何交织，以丰

富本土男性气质内容。 

（四）研究方法 

本文是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收集和记录田野资料的质性研究。笔者第一次接触研究对

象陈力是在一次友人聚会上，当时听闻陈力决定从武汉回到湖南乡村定居，感到十分困惑，好奇是什

么原因令在都市生活了近 30 年的他决定“返乡”？数月后，陈力返乡定居，在朋友的帮助下，笔者第

一次走进了陈力在湖南的家，见到了陈力的父母，当时适逢清明节，正好碰到了回娘家的二女儿（陈

力的二姐），在寒暄中了解到陈家家庭成员的情况。之后笔者数次来到陈家，除了与陈力进行多次互动

式访谈，还与其他家庭成员建立了联系，以便了解其他成员对陈力流动决策的看法和影响。 

本文借鉴人类学的传记式写法，通过自传式描述呈现个体流动的过程，捕捉个体在流动过程中的

行动选择，最后将这些描述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再现其背后隐含的丰富的社会意义。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父权文化中男性的责任与无奈 

费孝通（1998）认为，中国的乡村有其一定的文化特殊性，性别权力关系除了表现为普遍的男性

支配，还通过家庭、社区和村落空间获得维持与运作，再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观点，也是

笔者与陈力及其家庭成员逐渐熟悉后的体会。 

在陈力生活的这个小乡村，父系传承的家族体制通过各项制度与行动不断得以巩固与持续，并细

微地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且“儿子”常被期待担负起延续这一传统的重大任务，陈力即需要在家

族中承担这一责任。陈家的家族祭拜一直以来就与家族制度、村落空间密切联系，陈家具有家族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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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祭拜厅”，依照家族规矩，不论婚丧嫁娶、过年过节，陈氏家族的成员们都要到祭拜厅向祖先汇报。

因此，直到陈力这一代，陈氏子女的生活信念、日常生活都与家族密切相关。 

“我从小就看父母祭拜祖先，并且也要跟着祭拜，慢慢地就学会了。祭拜的地方在祖宗留下来的

祭拜厅。从祭拜的时间看，过年过节肯定是要去的，除此之外，婚事要在那边弄，丧事也在那边弄。

我们家族的祭拜厅现在看起来有点小，因为家族都分家了嘛，你家要拜、他家也要拜，事情多了就显

得安排不开，以前没分家时候应该蛮简单的，大家一起就行了。”（陈力语） 

在谈家族祭拜时，陈力提到了“分家”，对此笔者询问了陈力的父亲： 

“我们兄弟三人都结婚后，家也就分了，兄弟分家后父母和没出嫁的姐妹们就轮着到我们三兄弟

家住，一家住四个月。后来几个姐妹嫁出去了，父母也年纪大了，走不动了，就是各家的媳妇负责给

父母送饭。”（陈父语） 

由此可见，目前陈氏家族除了通过祭拜这一形式维持宗亲制度外，还实行传统乡村的“轮伙头”

家族制度，这一制度的意义在于强调成年子嗣特别是儿子在奉养父母上所具有的均等性义务与付出（钟

永圣、李增森，2006）。费孝通（1998）考察该制度时曾提出，“轮伙头”的实施条件虽可分为社会层

面和文化层面，但其实质却是由文化层面所驱动的整个制度性生产，如强调祖先祭拜、子嗣延续、孝

道理念等，目的均在于持续巩固男性子嗣与父系家庭的联系。通过陈父对父母到三个儿子家轮吃的描

述，可以理解陈力从小是在遵循孝道的“轮伙头”家庭中长大。有学者认为“轮伙头”制度表现为父

母只能仰赖儿子与媳妇的奉养，代表了家长权威的下降（肖倩，2010）。本文认为，在“轮伙头”这一

家族制度的背后镶嵌着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的孝道义务，父母作为家长的权威只是程度上的减弱，并没

有完全被逾越或消失。在一次田野调查中，当笔者询问一位 65 岁的妇人，公婆是否会来她家轮吃。这

位妇人似乎被冒犯，面露不悦，回应笔者说：“当然会，你问得真可笑！难道你不管你父母？”可见，

当地村民以让父母“轮吃”来实践孝道，其道德价值毋容置疑、难以挑战。 

关于孝顺和家长权威，陈力二姐描述的童年时父母和爷爷奶奶之间的小事即深刻地反映乡村父权

要求男性子嗣对家族、孝道伦理的重视和尊崇，其重要性远远凌驾于自己组建的小家庭之上。 

“我小的时候，爸妈和爷爷奶奶他们还没有分家，都是一大家子同住，基本就是我爸挣钱回来交

给爷爷，再由奶奶给我妈钱去买东西。有次我爸因为帮了别人一个大忙，人家表示感谢给了一篮子鸡

蛋，当时我妈和小妹病着，很需要营养，我爸都没说把鸡蛋给我妈和小妹吃，而是给了奶奶，奶奶又

拿去卖了换钱回来，等于说这一篮子鸡蛋对我们家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妈当时觉得很委屈，但我爸就

是孝顺，什么都听爷爷奶奶的，什么事情都是先顾着那个大家庭。”（陈力语） 

上述关于分家、“轮伙头”制度的描述，显示父权价值，特别是乡村父权的核心价值对男性的生

活形态与家庭决策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陈氏家族在与父权文化紧密结合的同时，在感情上也顺应该

价值，如期待男孩出生，因为男孩除了具有经济生产的意义，更是延续家族血脉的保障。在这种重男

轻女的氛围中，可以想象，当陈力母亲连续生育了 4 个女儿时所面临的责难与压力。陈力的父亲说道：

“连生了 4 个丫头，长辈们都不高兴啊，不需要说什么，一个眼神就看出来了。”之后，陈力的出生才

使其母在家族中的地位稍有提升，因为这不仅证明了她可以为陈家传宗接代，更为家族的传承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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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力量。从当地重男轻女的文化中可以想象陈力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特别的待遇，然而，将他

放在整个陈氏大家族中却发现，在陈力身为男孩的优势背后也伴随着另一种压力。陈力父亲 27 岁结婚，

这在当地农村属于晚婚，加之婚后 6 年没有生出男孩，陈氏家族中的长辈们对陈力父亲这一家十分不

满；即便后来陈力作为陈家的孙子身处陈氏大家族的关系中，依旧感受到家族微妙的人际关系中存在

排列次序，自己并不受祖父母疼爱，时常处于家庭的边缘。 

“我小时候就有这种感觉，爷爷他们并不喜欢我，比如我和大伯的孩子玩闹，最后被训斥的一定

是我，被打的一定也是我。”（陈力语） 

多数传统女性主义研究都强调男性是父权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和权力支配者（Marshall，2001），

然而，从陈力的成长经历看，男性在父权体制中也可能遭遇与女性一样的被压迫感，毕竟在一层权力

结构之上，还存在更高一层的权力控制，因此，中国乡土大家庭中的父权文化不仅可能通过性别也可

能通过大家庭的辈分排序与性别交织运作，共同影响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调查对象陈力，身为小家庭

中唯一的儿子，却感受到来自大家庭祖父母的不公对待，对此陈力认为除了因为父亲是第三个儿子，

自己并不是长子长孙外，更主要的是来自母亲这一边：连生 4 个女孩和婆媳冲突。可见，个体在家庭

中的地位并非仅由性别决定，辈分排序和家庭关系等因素亦时常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 

父权体制下女性往往是遭受伤害的一方，正如陈力经常提到自己母亲受到祖母欺负一事，陈母在

访谈时也曾抱怨她当年做媳妇十分辛苦，还因与婆婆争吵遭到陈父拳打脚踢，至今想起都十分伤心。

对于身处大家庭中的陈父来说，比起照顾自己的妻儿，秉承传统孝道、扮演一位孝顺的儿子、照顾好

兄弟手足更为重要。因此，当他面临婆媳矛盾、妯娌冲突时，首先考虑的是整个陈氏家族的稳定，这

与陈母以个人小家庭利益为主的想法相异，结果就是夫妻矛盾与冲突充斥在陈力童年的记忆里，无形

中令他对婚姻产生恐惧。陈力在回忆童年生活时曾无奈地说： 

“如果爸妈总吵架，做小孩子的肯定不开心，像我们家的几个小孩，个性都比较沉闷，记忆里好

像很少听到我和姐姐们在家大声地笑。我的几个姐姐好像很早就嫁了，她们应该都有赶紧离开家的那

种感觉。”（陈力语） 

（二）流动的背后是更深的连接 

对流动的研究需要看见流动的脉络，以及各种社会网络在其中的影响（Marshall，2001）。因此我

们需要先了解流动背后的社会文化脉络，才能发现个体的性别与流动行动是如何嵌入各种社会网络之

中，并形成关联。 

陈力离家原因很多，包括对一成不变乡村生活的厌倦、周边很多青年外出进城的示范作用、妈妈

对自己的过度保护、家庭关系紧张压抑等，最后他以“冒险家”男性气质作为认同，决定到异乡打拼。

对他来说，除了可以摆脱乡村的传统与沉闷，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脱离家族中父权体制的压迫。 

离家来到武汉的陈力，选择了冒险家男性气质的认同，然而在传统的中国文化脉络下，儿子很难

完全切断原生家庭中的角色关系，特别是孝道的实践更是被赋予道义层面上的要求。儿子离家意味着

背叛父系家庭，常背负不孝的污名，进而损毁他们的男性气质（Lin，2014）。对于离家的男性，如何

证明他们依旧属于原生家庭、依旧具有孝顺的道德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最常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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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是汇款回家，通过金钱帮助原生家庭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来证明自己对家庭的贡献，以此实践身为

男性（儿子）的孝顺，维持其男性气质的认同与想象，并获得自我认同。陈力即是如此： 

“那时候我刚出来，每月挣钱也不多，但是我还是把收入的一半寄回家，让他们可以早点盖新房。

现在家里住的那栋房子就是我出钱盖的。” 

此外，每逢节假日，只要可以回家，陈力就会返乡与家人一起，通过回家的流动维系其依旧是家

庭一份子的想象。可以说，无论是汇款回家还是节假日返乡，都是陈力证明自己孝顺的行动策略，而

这种孝道男性气质的形成与他自幼在父系脉络中的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即便他到了都市，

乡村特殊的区域文化依旧发挥着持续性影响。 

另一个矛盾是，陈力来到武汉工作是为了脱离原生家庭的乡村结构，但他似乎又离不开之前一整

套传统乡村文化的桎梏，对于都市生活中的玩乐方式是完全排斥的。 

“按理说，我在武汉，应该去了很多地方玩，但是我和你讲，我真的没去什么地方，一般就是上

班，下班，周末在屋里看电视，不太怎么喜欢出去玩。我的那些同事生活可就精彩多了，我和他们不

一样。”（陈力语） 

（三）男大当婚与婆媳矛盾 

1.遵从母命回乡娶妻。中国自古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男性是否完成传宗接代的

任务，常被作为判断其履行传统孝道的标准之一（陈熙，2012），陈力遵母命娶妻即验证了此传统。不

婚主义的陈力说：“我对婚姻真的有恐惧，从小看父母天天吵架长大，你说如果换了你，还敢结婚么？”

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过日子才是陈力想要的生活，访谈中他很少提及曾交往的对象，多数时候是强调自

己自由的生活。 

“我在武汉过得很轻松啊，干了这么久工作早已胜任，老板给的工资也满意，平时该上班就上班，

下班后就吃点东西，洗个澡玩电脑或者看电视，基本上一天工作的疲劳也就消失了。”（陈力语）  

然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原本安逸自由的生活逐渐被烦扰。陈母对笔者提到陈力的感情生活，

她说，陈力 30 岁左右曾有过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很乖巧，对他们老人家也很贴心，但陈力似乎

对这女孩没什么意思，最后也就不了了之。陈母对这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十分不解，此后也更加担心陈

力的婚事，毕竟，对于传统乡土社会中的成年男子来说，传宗接代是头等大事，不仅是一种对血亲延

续的期待，还是一种荣耀门厅的方式（费孝通，1998）。 

父系家庭运行的关键即“连续性”，通过父生子、子生孙的方式形成一条链状谱系，象征着子子

孙孙、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杨国枢，1996）。陈力作为陈家唯一的儿子，无论是他的母亲还是他自己，

都认同在人生这个阶段，生儿育女是每个男人不可逃避的责任。于是，每次返乡探亲对陈力都是巨大

的压力，每每开开心心到家后，面对的却是母亲强烈的抱怨。为了不辜负母亲，不让全家丢脸，陈力

35 岁那年遵从母命，步入婚姻。 

“特别是 30 岁之后，每次回家我妈都哭，哭着说我没有结婚，她很没面子，全家人都很丢人，

别人谁家又抱孙子了，就我还没结婚，一边哭一边讲……”（陈力语）  

在婚配市场中，男性迎娶家境条件较差的女子为妻比较常见，这些男性的背景具有如下特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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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底层，集中在乡村、都市边缘等地区，迎娶条件较差女子为妻的原因在于自身经济地位较低，

在婚姻市场缺乏竞争力（韦艳、张力，2011）。然而 35 岁的陈力正值壮年，在武汉市有相对稳定的工

作和较好的收入，上述特征描述放在他身上似乎格格不入，陈力本人也曾认为这种婚配方式是弱势男

性所为，他说： 

“周边很多人对我娶这个女人很是不解，都说你在大城市挣钱，怎么要娶这么个穷酸条件的媳妇，

长得也不好看。但其实对于结婚这回事，我自己一直都不上心，如果可以，压根不想结婚，从小看到

的婚姻就是那样的，你说怎么还会向往自己也走进去？但是没办法。”（陈力） 

虽然身边多数人认为这位妻子配不上陈力，但是他们也认为这种条件差的女人，一般都比较乖巧、

听话，而这一特点正是陈力所期待的，他说“我喜欢保守、听话的，娶这样的女人这点也算比较称心”。

有学者指出，在明显“男高女低”婚配模式中的男性大多对妻子抱有传统妇德的期待，并通过“权力

—顺从”的双向关系来诠释，即丈夫对妻子的权力支配和妻子对丈夫的顺从（李成华等，2013）。与通

过上述“权力——顺从”双向关系强化霸权男性气质不同的是，本研究中陈力认为妻子可以扮演好侍

奉公婆、带来家庭和睦的好妻子角色，这也是他说服自己接受此婚姻的理由。正如他所言：“这种婚姻

就是没有感情基础，但是为了结婚也只能如此，要是找个条件比较好的，或是自己认识的，估计难得

和我母亲和睦相处，现在这样的应该性子比较老实，比较能忍耐吧……” 

从上述分析可知，陈力遵从母命回乡娶妻是一种孝道的实践，其实践形态可能会因地域、时间或

环境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在传统的文化脉络中依旧被视为成年男子应有的道德和责任。可见，男性气

质实践与家庭中的父权文化具有不容忽视的联系，在分析男性气质时不能仅看到个体行动，特别是当

此行动牵涉到多方面的家庭关系时更应将行动者置于环境的脉络中检视。在本研究中，奉母娶妻与陈

力本人的意愿存在较大冲突，然而，作为自幼在父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男性，他的内心深处对此套文

化价值又是认同的，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外在社会的认同。因此，流动作为一种社会过程，行动者

在转变社会关系的同时也依旧保留了来自自身成长的原生的社会文化，对于陈力，奉母回乡娶妻是一

种实践孝道的行动，其目的在于符合并维持孝顺男性气质的想象，同时也是解决家庭关系冲突的策略。 

2.婆媳冲突。婚后的陈力，通过孝顺的男性气质策略性地履行了一个成年男人必须的传宗接代责

任，满足了母亲对于延续香火、三代同堂的期望，同时也尽到了自己身为陈家唯一儿子的义务，对于

他来说，虽然存在挣钱养家的经济因素，但对冒险闯荡、自由自在男性气质的追求却是他决定婚后继

续留在武汉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完成孝道任务、看似美满的家庭背后，却逐渐矛盾四起。 

陈力的妻子小菊（化名）的娘家在距陈力村庄较远的一个贫困村落，学者对此类女性有着类似的

描述：她们通常家境贫寒，为顾及家庭经济需要而选择嫁人，期待自己的婚姻可以帮助家里摆脱经济

困境（李成华等，2013）。她们经常在灿烂年华嫁为人妻，并很快成为母亲，帮助夫家打理家务（王丰

龙、何深静，2014）。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在父系家庭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多是因文化与年龄差别而形

成的观念差异，以及婆媳矛盾。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与陈力最初的想象不同，这位来自贫困乡村的年

轻女性，并不是想象中那样乖巧、听话、没有主见，家庭中婆媳之间愈演愈烈的纷争与矛盾开始打破

陈力在武汉的平静生活。陈力回忆那段日子，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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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在武汉的生活很平静，然后听我母亲的话娶了这个媳妇，想着应该是比较乖巧、听话的，

但是，真是好景不长啊，这也没过几年，她就好像变了……或者说她以前就是这样的，只是没表现出

来？总之脾气一点不好，我感到压力一大堆，特别是这几年，我母亲每周都要打电话过来，和我讲你

老婆怎样，或者是我老婆打过来，说你妈又怎样……真的是没完没了，我后来变得就是不敢也不能听

电话响，一响我就神经紧张，有时候哪怕是别人电话响，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有反应，真的就是压力大。

最厉害的那段时间，我跟你讲，我曾经自己偷偷在屋里哭过，就是发泄一下，真的需要发泄一下。”（陈

力语） 

陈力承受着较大的压力，但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一方面他知道母亲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另

一方面他也清楚妻子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愿像父亲那样只会偏袒母亲，也不愿像一些男性那样只听妻

子的话，他有自己的策略：对父母就说“你们过你们的日子，我们过我们的，大家都不要干涉太多”；

对妻子则一方面通过亲身的示范告诫她应该对婆婆多忍耐，同时也会以让妻子寄钱给娘家、陪她回娘

家探亲等行动表示自己的付出。陈力以策略性男性气质通过流动的方式，，使他和妻子小菊之间的关系

得以重新协商。通过流动，男性一方面扮演他们的家庭角色、策略性地维系着家庭关系，另一方面维

系着当今社会对“现代丈夫”的认同。  

对于“现代丈夫”在婆媳关系中应扮演的角色，陈力的二姐夫是这么说的：“婆媳冲突肯定有，

谁家都有，关键是冲突后这个男人该怎么去做，因为你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桥梁，做好中间者是最重要

的。”陈力表示赞同，“我的意思就是，本来这就是个连带关系，我对你们家人好，那你也要对我家人

好，我就和我老婆讲，你孝顺我爸妈，我才会孝顺你爸妈。”这种对“现代丈夫”的论述表明，虽然中

国家庭已经逐渐从传统的“父子轴”向现代的“夫妻轴”转变，但目前仍处于过渡时期，是一种混合

状态，不同的成员由于其现代性差异，对父子轴与夫妻轴的期待也不尽相同。康奈尔在《性别与权力》

中指出，在性别关系中从属者与支配者之间除了“争斗”（contest），还存在“协商”（negotiate）（Connell，

1987）。协商作为男性气质建构和运作过程中一种较为建设性的方式，使得传统的霸权男性气质可能放

低姿态、放弃部分权力、改变自我，而男性自身也在其中得以继续维持其男性气质的权力和利益。 

陈力时常陷入母亲与妻子之间的矛盾之中，但他懂得援引“现代丈夫”的论述，试图协商与改变

这一困境。对于陈力而言，传统农村成长经验的内化、社区邻里对孝道文化的尊崇均对其男性气质的

自我想象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产生一定的控制力量，使他内心感到冲突与矛盾，只能藉由流动策略与之

协商、对抗，以求得在自我认同和家庭关系中的稳定与平衡。然而，虽然他有心化解婆媳间的矛盾，

达成自己对“现代丈夫”的想象，但成效却时好时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婆媳关系，当冲突发展到

越来越剧烈时，他更倾向于远离“风暴”，继续留在武汉即是他认为的可以躲避冲突的方式。 

（四）家庭的枷锁 

1.对好父亲的想象与期待。父亲是男性身份的重要方面，父职扮演在男性气质的建构中亦发挥着

关键作用。离家多年的陈力一直以“养家者”自居，认为只要对家庭有经济贡献就可完成“理想男人”

的想象。然而，近年来他发现，曾经有糖吃就会开心的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并意识到父亲不在家的事

实。挣钱养家、喜好清净自由是陈力想离开家乡的目的，与孩子相隔两地却令陈力在选择自由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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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父职的理想间不断拉锯，他回忆起对孩子们的感情时说： 

“琪琪（化名）和诚诚（化名）小时候很粘我，每次我回去都会给他们带玩具，一人一个，让他

俩不用争抢，他俩是双胞胎，长得很像，越来越像，几乎每次回去我们都要玩一个游戏，就是猜猜谁

是哥哥，谁是弟弟。自从有了手机，每次我要回去之前都会提前告诉他们兄弟俩，老婆说知道爸爸要

回去，孩子们都会比平日里乖很多，但一样的，每次我回武汉，他们俩都会很舍不得，一人抱着我一

条腿问‘爸爸能不能不走了？’”（陈力语） 

对于陈力来说，孩子对他重要性的认可和需求，令他离开时产生了深深的愧疚感，且一直深埋于

心。伴随着孩子长大，父子间的互动也逐渐从小时候对父亲撒娇转变为同性间的交流，然而相处的分

隔令陈力日益感到失落与无奈，特别是孩子即将步入叛逆的青春期，更成为陈力的困扰。他说：“俩孩

子现在都有点叛逆，上次我说他们，一个和我顶嘴，另一个干脆进屋不搭理我了。”陈力不断感受到父

职实践的压力，然而真正令他反思、改变自己对父职想法的，是以往与父亲相处的经验。 

“我其实对我爸没什么特别的回忆，就是我俩一起的回忆画面很少，他在家不怎么讲话，虽然也

不太会骂我，但也基本上不怎么管我。从小到大，父亲在家庭中的存在感都很低，除了和我妈吵架外，

作为他的儿子，我感觉不到太多他的存在。”（陈力语） 

“我觉得和小孩子相处，不能那么严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朋友？就像我和俩儿子相处，虽然

时间不长，但每次回来都会和他们一起玩、一起聊天，父子打成一片才能让他们信任你。像我小时候

父亲很少和我说话，所以我们一直都没什么交流。我想现在如果不能多陪伴他们，估计以后大了就没

有这个机会了，父子的心理距离远了，时间久了也就像我和我爸那样，没什么话可说了。”（陈力语） 

由此可见，个体在原生家庭中的体验对其性别角色态度、父职承诺和亲职参与将产生直接影响。

换句话说，当个体成为父亲时，他自己预设的理想父亲和其本人实践父职的实际情况有可能会形成落

差。他如何看待这种落差，一定程度上将受到其原生家庭父亲的亲职参与情况的影响。。陈力在“照顾

者”与“养家者”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权衡与反思：孩子年幼时，他将提供经济上“养家者”作为父职

认同；之后，考虑孩子成长的阶段性需求以及自身经验后，他并没有简单重复上一代传统家庭中父亲

角色的扮演模式，而是对父职认同与价值观进行了重新塑造。 

“现在做父亲，还是不能只想着赚钱。虽然赚钱很重要，但是不能像我爸妈那个年代，只要赚钱

别的都不管了。你的小孩要是和你心理有距离，你说你赚到再多的钱有啥用？”（陈力语） 

可以发现，现代的父亲角色较传统有了很大的转变，如何扮演好一名父亲，已经成为现代男性自

我认同的重要经验（刘传霞，2014）。 

2.好儿子的责任与义务。除了履行父职的陪伴角色，陈力父母的年迈与健康问题也是加速他回家

的动力。2016 年初，陈力的母亲因病住院，身在武汉的陈力因故无法亲自照顾，于是由几个姐姐轮流

分担，这对陈力造成巨大压力。毕竟，在传统的乡村文化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父母虽

然养育了儿女，但财产却只分配给儿子，由此形成了儿子奉养的义务（王翠绒、邹会聪，2010）。陈力

的二姐说：“总是一句话啦，父母还是要靠儿子的，这是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啊，父母的财产不是

也是儿子的么？所以他照顾更是理所当然的。”陈力的大姐夫说：“我就是这么觉得，你是家里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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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子啊，你不尽孝，那谁尽孝？”在几乎整个家族对儿子尽孝均有期待的压力下，陈力作为家中唯

一的儿子只能返乡。 

如今，陈力回到家乡已近一年，对他来说，三代温馨共处的美好画面令其骄傲，也是他男性角色

的重要认同。在一次访谈中，笔者问他：“回家到底是为了谁呢？”他想了很久说，“为了孩子长大，

为了解决婆媳矛盾，爸妈年纪也大了……”这次最终的流动，符合了家庭所有成员的期望，满足了他

作为家中唯一儿子的自我认同。陈力的二姐语气激动地说：“现在不都说传统的孝顺过时了么？但你看

其实不是，起码我弟弟就是个孝子，他把父母放在了第一的位置。”然而，陈力在情感上依旧感到矛盾

与冲突：本想一辈子特立独行的他最终却不得不臣服在父权文化的压力之下，他自我解嘲道：“我好像

一直都在为家人而活，没有自己的生活！” 这说明父权下的压迫，绝非仅限于女性。 

综上，陈力在“做男人”时，无条件地接受了诸如儿子应与父母同住等很多传统文化对男性的期

待，这些期待深刻地存在于传统的乡土文化中，令男性与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父子轴以家庭为重、

个人为轻；为了家庭，个人需要被压抑，个人幸福被牺牲，家庭立场与利益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杨国

枢，1996）。孝顺的义务影响了陈家的家庭安排模式，在父系文化的价值观下，陈力最终返回家乡与父

母同住，这恰恰体现为一种空间归属感，即通过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的交织，固有的文化与

价值将在个体与故乡的连接中获得传承，并在他们的情感与信念之中具体化。这种男性认同的实践，

类似于西方学者描述的“传统男性气质”（traditional masculinity），即在家庭变迁中，通过对社会中传

统道德的实践，延续并再造了男性气质中家庭（家族）家族的价值观（Broughton，2008）。然而，陈

力时常感叹“我们这一代人还懂得孝顺，但一代不如一代，现在年轻的一代对父母的孝顺也越来越淡

了……”。陈力的这种担忧看似出于对现代性崩解家庭价值的感慨，其实是他在持续认同“传统男性气

质”的同时，面临着情感与价值上的冲突，在各种家庭关系与角色中协商与妥协。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传统乡村普通男性村民陈力生命历程的分析，发现流动、家庭关系与男性气质三者

以交织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流动行为和自我角色认同。本文采用康奈尔与梅塞斯密特提出的“动态多

元男性气质”作为研究框架，并以陈力这一个案分析男性气质与性别角色以一种动态流动的形式存在

于个体的不同生命周期之中，不同阶段家庭角色与责任的变化将给个体带来男性气质认同及流动行为

决策的转变。 

第一阶段，20 多岁的陈力表现的是“冒险家男性气质”，通过从乡村流动到都市来逃离父权体制

的压迫、摆脱贫乏的乡村生活，同时追求都市的现代性和冒险性。传统乡村中如“轮伙头”等文化蕴

含的男性应肩负的家庭角色与责任业已根深蒂固地烙印在他的内心，并对他之后 20 多年的生活方式产

生一定影响。在第二阶段，结婚生子成为 30 多岁的陈力面临的主要人生任务，该阶段的陈力表现的是

“策略性男性气质”，目的在于既协商、逃离父权家庭的压迫，同时又满足父系社会对成年男性的期望。

婚后的陈力，为养家并持续追求现代性与冒险性的男性气质而独自在武汉工作，但由于不断发生的婆

媳冲突，为实践对“现代丈夫”的想象，以及维系传统婆媳关系，他采取的策略是跨地区的城乡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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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即将 50 岁的中年陈力表现的是“养育者男性气质”和“传统男性气质”，在认同养育者男

性气质的同时，做一名符合现代父职要求的“好爸爸”，成为他决定返乡的主要原因。此外，为承担传

统文化中父系家庭成年男性子嗣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他最终从都市武汉返回传统农村家乡定居。 

作为个案，陈力生命各阶段的流动行为回应了“动态多元男性气质”，本研究认为，可将其视为

一种“乡村型霸权男性气质”，这是在中国一定乡村区域内存在的，男性企图以流动的行动机会努力协

商父系制度与父权文化带给他们的情感压力和家庭负担的策略。个案显示了乡土社会中的“孝道义务”

是如何以一种深刻且细致的力量贯穿于一名乡村成长的成年男性的生命之中；“孝道”的标准，虽伴随

着社会发展历程有所改变，但背离它将导致男性的阳刚气质受损，在此压力下，男性不可避免地陷入

矛盾之中。此种对“孝道”的想象与规范，在乡土社会中往往具有更强的集体作用，并在巩固乡土传

统文化和父权体制中起到重要的连接作用。从陈力最终回归到他起初所属的乡村社区并始终抱持传统

价值观的事实来看，男性在试图脱离父权文化结构掌控的同时存在着无力感，即男性在父系家庭中，

也时常需要为了家庭而付出，甚至需要放弃个人对自由的渴望。男性气质在行动者身上表现为一种动

态的展演，需嵌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性的社会文化中，同时遵循一套独特且霸权的支配性性别实践构

型。。陈力自小从家庭中感受到的父权文化对他有着强力的吸引和控制力量，虽然在其中常感受到很多

冲突与矛盾，藉由各种流动策略企图与传统父权进行协商和对抗，以求达到自我认同和家庭关系的稳

定与平衡，但就其结果而言，无论是在物理的还是心理的空间，他最终回到了起初所属的乡土区域和

传统价值观的怀抱之中。这充分显示了男性在试图脱离整体父权支配时的无力感，以及在男性身上亦

不可避免的父权文化的掌控。 

作为一位普通的农民，陈力的流动故事可能同样发生在千千万万农村男性身上，他们以流动的行

动机会，努力协商父系制度与父权文化带给他们的情感压力和家庭负担；他们流动决策的背后深刻烙

印着地区性父权文化。与此同时，在一个男性的不同生命阶段，“乡村型霸权男性气质”以动态的发展

面貌呈现出其背后的社会脉络与意义。 

 

参考文献 

1.蔡玲，2017：《性别的藩篱：男做女职者职业处境、性别气质建构分析》，《青年研究》第 5期。 

2.陈熙，2012：《延续香火的理想与普遍绝嗣的现实——基于家谱的人口数据》，《南方人口》第 6期。 

3.陈占江，2005：《社会转型期农村女性青年的社会流动——以皖北C 村为例》，《青年研究》第 4期。 

4.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肯尼斯·克拉特鲍，2003：《男性气质的当代论点》，刘建台、林宗德译，台北：台湾女书文化事业出版公司。 

6.罗牧原、陈婉婷，2017：《性别与空间：“蚁族”男性气质的建构》，《中国青年研究》第 9期。 

7.刘绍华，2015：《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8.李成华、靳小怡、井文，2013：《“娶妻难”对农村男性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 3期。 

9.刘传霞，2014：《论男性性别身份认同与文化再现》，《山东社会科学》第 6期。 

10.瑞文·康奈尔，2003：《男性气质》，柳莉、张文霞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流动的背后：家庭关系与男性气质建构 

 - 14 - 

11.宋林飞，1996：《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第 2期。 

12.王翠绒、邹会聪，2010：《农村养老模式的文化诠释》，《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13.王丰龙、何深静，2014：《中国劳动力婚姻匹配与婚姻迁移的空间模式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 3期。 

14.王跃生，2016：《中国当代家庭、家户和家的“分”与“合”》，《中国社会科学》第 4期。 

15.韦艳、蔡文祯，2014：《农村女性的社会流动：基于婚姻匹配的认识》，《人口研究》第 4期。 

16.韦艳、张力，2011：《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人口研究》第 5期。 

17.肖倩，2010：《中国农村养老问题与代际权力关系变迁——基于赣中南农村的调查》，《人口与发展》第 6期。 

18.徐安琪，2009：《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因素——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中国青年研究》第 4期。 

19.徐安琪、张亮，2008：《父职参与对孩子的效用：一个生态系统论的视角》，《青年研究》第 9 期。 

20.亚伦·詹森，2008：《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成令方等译，新北：群学出版社。 

21.杨正西、杨慧，2009：《社会变迁背景下我国流动人口产生动因及状况分析——基于广东ZS市实证调研》，《社会

科学家》第 3期。 

22.杨国枢，1996：《父子轴家庭与夫妻轴家庭的运作特征与历程：夫妻关系》，“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专题研究

计划成果报告。 

23.俞宪忠，2005：《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因分析》，《山东社会科学》第 2期。 

24.詹俊峰，2015：《性别之路：瑞文·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探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5.郑丹丹、杨善华，2003：《夫妻关系“定势”与权力策略》，《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26.钟永圣、李增森，2006：《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演进：文化伦理观念的转变结果》，《人口学刊》第 2期。 

27.Batnitzky, A., L. McDowell, and S. Dyer, 2009, “Flexible and Strategic Masculinities: The Working Lives and Gendered 

Identities of Male Migrants in Lond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5(8): 1275-1293. 

28.Broughton, C., 2008, “Migration as Engendered Practice: Mexican Men, Masculinity, and Northward Migration”, Gender 

and Society,22(5): 568–589. 

29.Christiansen, S. L., and R. Palkovitz, 2001, “Why the ‘Good Provider’ Role Still Matters: Providing as a Form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2(1): 84–106. 

30.Campbell, L. D., and M. P. Carroll, 2007, “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Theorizing Gender When Studying Men Who 

Provide Care to Aging Parents”, Men and Masculinities, 9(4):491–508. 

31.Connell, R. W., and J. W. Messerschmidt, 2005, “Hegemonic Masculinity：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and Society , 

19(6): 829–859.  

32.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3.Curran, S. R., and A. C. Saguy, 2001, “Migr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A Role for Gender and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2(3):54–77. 

34.Gorman-Murray, A., 2015, “Twentysomethings and Twentagers: Subjectivities, Spaces and Young Men at Home”,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2(3): 422–439. 

35.Lin, X., 2014, “‘Filial Son’, the Famil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among Male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Gender, 



流动的背后：家庭关系与男性气质建构 

 - 15 -

Place and Culture, 21(6): 717-732. 

36.Marshall, J., 2001, “Connectivity and Restructuring: Identity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a Fishing Community”,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8(4): 391-409. 

37.Montes, V., 2013,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Guatemalan Migrant Me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Family Relations”, Gender and Society,27(4):469-490. 

38.Price, L., 2010, “‘Doing It with Men’: Feminist Research Practice and Patriarchal Inheritance Practices in Welsh Family 

Farming”,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7(1): 81-97. 

39.Sherman, J., 2009, “Bend to Avoid Breaking: Job Loss, Gender Norms, and Family Stability in Rural America”, Social 

Problem, 56(4):599-620.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责任编辑：七采风） 

 

Behind the Migration: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Masculinity Construction 

Cai L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s an ethnographic method to take Chen Li's migration experience in different life stages as a case, and 

conducts a deep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veals how he negotiates with family relationship through migration from home and back 

home, which reflects regional masculin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ree times of migration of Chen Li, who grew up in the countryside, 

can be interpreted as being "a good son", "a good man" and "a good father"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Every time when he makes 

migration decisions, it deeply reflects regional patriarchal culture. It show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masculinity in different life 

stages and family relations. The first stage represents "adventurer masculinity". The purpose of the migration is to escape from the 

oppression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to pursue modern urban life. The second stage shows "strategic masculinity". The purpose 

is to both negotiate with and escape from the oppression of the patriarchal family, and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as an adult male. The third stage turns out to be "breadwinner masculinity " and "traditional masculinity". The purpose i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fatherhood and to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aring for his old parent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migration behaviors in each stage of the case can be regarded as "rural hegemonic masculinity" in certain rural areas of China. This 

kind of masculinity is an action strategy, upon which Chinese males tend to count with a purpose of alleviating their emotional 

pressure and family burden in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culture. 

Key Words: Mobility; Family relation; Masculinity 

 


